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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ian Mu’s Ten Arguments Against Confucius’ 
Authorship of the Yizhuan

(SER Wue Hiong)

摘要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为如何，为中国学术史的一大公案。此议题从民初论辩至今，尤

以钱穆的“孔子与《易传》无关”说，在论证上最具系统也最全面，故对学界的影响极大，

至今不衰。本论文旨在对钱氏所提的十条论点及其论据作深入检验，结果发觉这十条证据都

存有破绽与可疑之处，因而对其结论有所保留。

：钱穆、孔子、《易经》、《易传》、孔子与《易》的关系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Yizhuan (Commentaries on the Yijing) has been debated 
by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Of all, Qian Mu was the fi rst one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that Yizhuan 
is irrelevant with Confucius during the Mingguo period. Since then, his point of view greatly affects 
Yijing Studies until toda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eply reexamine Qian view’s ten textual evidences 
and argum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Qian’s belief is in fact invalid and therefore the related conclusion 
should be doub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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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孔子与《易》的关系，为清末民初以来重大的学术公案，这个论辩牵涉到对儒

学甚至先秦学术史的诠释，今天仍有讨论的价值1。

依传统说法，孔子与《易》有着密切关系，《史记》记他五十以学易，思想

另开一境地，晚年叹道之不行，返鲁赞易垂教，《周易》遂成为儒经之首。然而自

宋儒欧阳修始疑〈系传〉、〈文言〉非孔子所作，清代崔述等再疑《易传》与孔子

无关，旧说愈受挑战。至民国20年代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周易》便成了辩论

焦点。按照顾颉刚说法，辨《易》是为了“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

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顾颉刚1992：1）。

至此，《易》的崇高地位动摇，与儒家的关系也宣告断绝。《古史辨》第三册辑录

了顾颉刚、钱穆、李镜池、余永梁等的翻案文章，基本结论是孔子与《易》没有关

系，有的还认为与儒家也无关，这观点几乎笼罩当时学术与文化界，并影响至今2。

今天虽有持平看待此议题的学术环境，又有出土文献可作补证，但因疑古影响

深远，即连帛书《易传》也不敢轻信3。本文论旨，并不在证成孔子与《易》的关系

如何，而是要重新检讨民国学界否定孔子与《易》有关的论据。此议题以钱穆倡导

最先、最力、最全面，其作〈论十翼非孔子所作〉4，综合清代以来的十大证据，并

作系统论证与发挥，最具代表性，可视为主此说者的共同意见5。这里以此文为讨论

基点，就其说法作逐条检讨6。先节录原文，后进行讨论。

二、对十条论据的评论

1 本文原本是2005年博士论文初稿的其中一章节，后因故未收入论文定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

系，2005）。今单篇抽出成文，语境有所不同，故文字略作修饰，但內容与论述基本一致。
2 除《古史辨》第三册外，当时各家的辩论文章，多被收入黄寿祺编（1987），不一一引述。
3 今学界全面质疑〈孔子与《易》有关〉说的，除了陈鼓应等人“道家《易传》说”外，笔者所

见，有朱晓海（1986）、何泽恒（2000）等文。
4 此文本为1928年钱穆（时34岁）应邀省立苏州中学作“易经研究”演讲的部分内容，并刊载于

《苏州中学校刊》之十七、十八期上，1929年复转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七集第八十三、八十四合期上，至1931年此文被顾颉刚收入于《古史辨》第三册中（参阅顾颉

的说明，1992：89）。后来钱氏汇集相关学术史论文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系列，此文

收入该丛书第一册，属〈易经研究〉的部分内容（钱穆1994：262-269）。本文所引全据此本，

不再作说明，只注其页数。
5 廖名春考论钱穆“孔子与《易》无关”说的由来及后续，指出这是钱穆“贯穿一生”的坚决主

张，至终不稍改其意（廖名春2004）。又郑吉雄则从当时学术界的脉络来论钱氏此文的影响及

意义（郑吉雄2004： 215-247），皆可参看。
6 对于古史辨诸家的说法，当时及稍后学者有过论辩，其中以张心澄的辩驳最详细和具系统（见

张心澄n.d.），后来徐芹庭也曾撰文逐条反驳，但较为简略（徐芹庭1983），皆可与本文合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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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262

从晋朝汲冢魏襄王墓中所得《易》书来认定孔子不曾作《易传》的说法，此清

朝姚际恒已说之，后郭沫若等复倡之，成了广为援引的证据。既然如此，我们必须

看看最早的相关文字。此事首见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其文为：

1993 1063

当时的束晢为整理这批汲冢竹书的主事者，所以《晋书》将此事系于其传下

1974 1432-1433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知，汲冢古书的发掘乃是因为先被不准所盗，然后才被充公

归政府所有，这是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说，竹书在盗墓过程中是否有折损或被遗

弃的？盗墓者是否有私藏一部分？而从“得竹书数十车”到最后仅剩“大凡七十五

篇”，这中间掉漏了多少？还有，“竹书发于咸宁五年（179A.C.）10月，明年3月
吴平，遂上之”（雷学淇2000：108），这五个月的空档时期，又值伐吴的荡板之

际，是不是有散佚之虞？这些今天都已无从得知了，但却是必须考虑进去的重要因

素。即使在今天，上海博物馆购得盗墓者所发的巨量楚简，也不敢保证这一定是墓

冢中如数无缺的原有竹简。我们看杜预就说得很清楚：“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

乱”，这已是第一层的折损了；后来在整理解读中，又“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

这又是第二层的折损，何况到最后还有“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者？这无疑在

在提醒了我们，晋室秘府里所藏七十五卷并不是悉数原有的，那么欲由此七十五卷

中不见《易传》而推断那时没有《易传》，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而且还要推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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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欲由此来推断孔子必然与《易》无关，那岂不更渺茫了吗？

更况且，〈束皙传〉中说“〈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这是否

与《易传》有关，不可得而知。然而杜预说简书《易》“无〈彖〉、〈象〉、〈文

言〉、〈系辞〉”时，就少举了〈说卦〉，他是不是把〈卦下易经〉当作〈说卦〉

来看待？这不能说没有可能（见李学勤1992：184）。再进一步说，即有〈卦下易

经〉，也应当有〈卦上易经〉吧？这应该是合理的推测。而作为陪葬品，上下篇

应该是合齐下葬的，相信这也是合理的推测吧。然而在所见七十五卷中，只有〈卦

下〉而没有〈卦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卦上〉在盗墓时就已损弃了，或者它就在

那折坏的七篇中？准此推论之，其他《易传》部分会不会就在那些损弃或折坏的竹

简中呢？这当然没有办法证明，但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至少也应保留其可能性。

总之，这里要强调的是，历史研究有条经验法则──说有容易说无难──也就

是说，我们只能从所见汲冢简书中确定当时已经有了什么，但很难判断当时必定没

有什么。这是再平常不过的观念了，却正是古史辨学者所常犯的毛病7。

所以，要用“汲冢无《易传》”这条论据来论断孔子与《易传》无关，显然是

无效的。

1994 263

按《左传》所载穆姜言“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

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今传

本〈文言〉亦有此文，大同小异。由穆姜先说而断〈文言〉非孔子所作，此说盖本

于欧阳修《易童子问》，其文曰：

2001 1122

7 当时张阴麟就曾批评顾颉刚等的“古史层累造成说”，说他们的方法十九皆以“默证”

（Argument from silence）来推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某时代

无此观念”，故其结论往往出错。其论极允当，可参考之（张阴麟198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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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推论看似极有道理，但细思则不然。他其实已经先假设了“四德论”是创

言于穆姜，所以〈文言〉必然是抄自穆姜之言，殊不知《周易》在春秋时代已出现

不同的解《易》文字，有讲德义，也有讲占卜的8，穆姜只是援引之，而后来孔子赞

《易》亦采而修之，此义朱子已发之：

1999 33

以“子曰”判出前后文字的来历不同，甚有见地。也就是说，“元亨利贞”四德说

本為古语，穆姜与〈文言〉作者各別采用之，而非必然〈文言〉抄自穆姜，也无法

证明孔子与之无关。

民初易学家尚秉和对此问题进一步補充，值得参考。尚氏在注“四德”时说：

1994 11

尚氏再以“然故不可诬也”语來判断此言是穆姜之前的古语，此辩驳已经很清楚

了，这里毋庸再述一言。

1994 263

这个说法出自崔述，常为后人援引，成为重要依据。再加上另一章：“子

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其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论语》明确转引《易》文的两章，但因为没有注明

“《易》曰”而备受质疑。钱玄同就说这两章不特不足以证明孔子赞《易》，且反

足以证孔子与《易》无关。

然而，以“君子思不出其位”为曾子所说而不是“子曰”或“《易》曰”，并

不能证明〈象传〉必抄自《论语》，或孔子未曾学《易》。这是认定古人在转引古

书时，必如今人般说明其出处，以为征信。实不知这是后来的观念，许多典籍在当

8 有关孔子之前已有解《易》义理的文字，具体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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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深具文化意义，为社会上所共论，当时人莫不熟稔于胸，随口而出，引经据典，

即使不言出处，听者亦能明白。章学诚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

辞而私据为己有也。”（章学诚1980：105）便是此义。张心澄早已引章学诚的话来

辩驳过了，他在讨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章没有“《易》曰”时说：

9

1991 75

张氏对这问题做了很好的答复，这里不再论述，仅作一点补充。《论语》把艮卦

〈象传〉记为“曾子曰”，古书多有此书例，不足为奇，例如《汉书•艺文志》

载：“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在

《论语》中，此章却明记“子夏曰”，这可能在转述间有所出入，然其同为孔门之

言，则有何疑问？（见徐芹庭1983： 54）

1994 263

此说亦发于欧阳修，但不知道有何问题？即使确实非孔子亲笔，就不可能是孔

子讲述之义吗？朱熹早就作过解释，他说：

1986 1675

可见这实在是古人的习惯，并不足为奇。即使欧阳修自身也还不是如此？我们看章

太炎对他的辩驳，章氏说：

9 张氏此段文字于修订版有所修改（张心澄1991：100），文字更为简略，但内容实质大体没变，

这里取其初版文字，是为配合本文的行文脉胳，无特别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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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7

连欧阳修自己都自称为“欧阳子”，此盖古人的作书体例可知矣。民初顾实对此疑

问也已指出：“孔子作十翼称‘子曰’者，犹司马迁作《史记》亦自称‘太史公’

也。”其下又自注曰：“此是古人著书通例，有因此而疑十翼非孔子作者，不思之

过也。”（见顾实1987：13）良有以也。

简单来说，古书的出版并不能用今天的出版情况来衡量，盖如李零所言：“古

书从思想酝酿，到口授笔录，到整齐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结集成书，是一个长过

程。”（李零1988：112）在结集的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言论时而混杂，而所谓

“作”不一定是亲书，也可能是弟子整理师说而归之于师名下，此实无异于“作”。

盖在当时人视之，“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

（章学诚1980：108），即使是老师自己的文字，学生有时也会加上“子曰”，以作

加强语气或章句分段之用。总之，还是章学诚所说的：“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

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

1994 263

此说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来。这问题可从两方面谈，一是所谓《易大传》

的问题。张岱年就认为，汉人之所以称孔子所传之易为《易大传》，是为了区分当时

多种别家的《易传》，如此则《易大传》之名反而证明和孔子有关了（张岱年1979：
122）。再进论之，《易大传》的“大”字，实有推崇之意。如《尚书大传》、

如“大一统”、“大哉乾元”等，实皆此义。“传”乃传述“经”意而来，谓其

为“大传”，正是推崇极致之意，因为这是圣人之作，此圣人除了孔子以外，大概

很难做第二人想。这不正显示太史公心目中的〈系传〉实为孔子所作吗？

又所谓《易大传》不称经问题，此实严重误解。汉人引经传之文，常混同不

分，故曰之为“传”，有时又直称以“经”名，以传附经，二而实一，此学者早已

详论过（见崔适1995：381；吕思勉1996：67-75）。顾实也说过：“孔子十翼本称传

而非经（《史记》自序引‘〈易大传〉曰’可证）。顾总称之曰《易经》十二篇，

是传附经亦称经也。（见顾实1987：13）”所论是矣。《易传》之称经，试举两例

为证：《说苑•尊贤》记曰：“《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为益赴

〈彖传〉之言，然《说苑》却直谓之“《易》曰”，其经传不分也。又《后汉书•郎

顗传》载“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赵善治注1986：205；刘晔

1971：1065）此实为困卦〈彖传〉辞，而《后汉书》反谓之为为“经”，其径以传

为经亦明矣。于此可见，汉人实将《易传》等同于经，则《易》与孔子之关系，自

是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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搢

1994 263

以太史公不传述伏羲，而推论太史公不以〈系传〉为孔子作品，这是将两个不

同的问题混看，以致有此误判。〈孔子世家〉明明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说卦〉、〈文言〉”，太史公岂有矛盾至此者乎？钱穆大概是认同李镜

池的意见：“这段文字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10（李镜池1978：299）然

而李氏没举任何证据，以致遭戴琏璋斥为“实是臆测之词，没有确证”（戴琏璋

1989：14）。更何况太史公在〈自序〉又明确地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

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

让焉！”（司马迁1993a：1336）以六艺并列而欲以绍承之，这不就是太史公认为

《易传》与孔子有关系的另一条明证吗？后来何泽恒根据钱氏之说，而推测“正

《易传》”是指要“订正”当时各家的释《易》文字，可见史公也不以〈系辞传〉

等为孔子所作（按：何氏认为史公只承认〈彖〉〈文言〉〈象〉三篇为孔子作）

（见何泽恒2000：11-20）。这其实是误读“正《易传》”句的意思，史公这句话是

指他要“以《易传》为正”，而不是要“以订正《易传》”，否则这便与“有能绍

明世……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上下语境和文意不相合了，

其意旨很明显地是指欲依据六经所揭示的理想来重兴文明之世，而不是说要整理典

籍文献11。若依此文意来理解，那么此“正《易传》”三字反而最能证明太史公确实

以《易传》为孔子所传述的。

再回到钱穆的质疑，太史公为何不依〈系传〉之义，以伏羲为《史记》的开始

呢？然则我们是否可以反问，为何《史记》就必须依〈系传〉从伏羲开始呢？这其

实是不同性质的两本书，《史记》基本上是撰述可征信的历史，故从黄帝开始；而

《易传》意在推衍天地之道，故托以伏羲为创世文明之起点，是取其于文化象征意

10 按钱穆只在《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五十学易辨》中说：“〈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

序《易传》’，盖皆不足信。”（钱穆1999： 16），但读者（钱穆）不信是一回事，和作者

（司马迁）信不信并无关系，两者不能混淆。所以本文只好假定钱穆是认同李镜池的说法（這

点也是大部分古史辩学者的看法），相信这不是过分的推测。
11 有关史公“正《易传》”之义，可参考徐威雄（1996）。吕绍刚〈易学与史学〉亦曰：“‘正

《易传》’，是说作《史记》正于《易传》，而不是作《史记》正《易传》。正，应据《论语•

学而》“就有道而正焉”的正作解。……‘正《易传》’意思是说，《史记》的基本观点、原

则、方法得自于《易传》。”（吕绍刚1997：325-326），所言与本论不期而近同，亦可参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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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不在意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上。便何况史公虽然处处以孔子和《六经》为考信

标准，但容他也有与孔子意见相佐之处吧，这又有何奇怪呢12？由此可见，欲以《史

记》不从伏羲为始而判断太史公不信《易传》为孔子所作，进而疑及《易传》非孔

子所作，这不仅是无效的提问，而且是个观念混淆的质疑。

钱穆列出以上六条后说：“以上六证，前人多说过，只说非孔子作十翼。现在

要更进一层说，孔子对于《易经》也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那孔子作十

翼的话，自然无根据了。”（钱穆1994：263）也就是说，他认为孔子连《易》也没

有研读过，这推论更甚于清人了。以下是其他四条论据。

1994 263-264

有关“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的异读问题，可從文本语境、版本流传等

问题作检讨，但评论起来论篇幅颇长，此处从略，请见专文13，這裡仅讨论兩点文

物根据。一是东汉〈外黄令高彪碑铭〉“恬虚守约，五十以学”铭文，常被引证于

“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句读。首先，此铭文是作文章，即使是典出〈学易〉

章，但为与“恬虚守约”对文而省字，这是文家通例，不足为奇。而且从押韵上来

看，学音效，约音要，正可押韵，若不省“易”字，则全失文章美感。其实，若从

严格的校勘学上来说，除非这碑文本来就是专刊经书文字（如东汉熹平石经），才

能拿来校勘对证，否则，我们也可据汉朝〈娄寿碑铭〉“有朋自远”句来校正《论

语》“有朋自远方来”，说“方来”二字是后人所窜加的了14。再其次，即就铭文

这两句文意来推绎，也只能如苏渊雷所说的，应作“学《易》解。不然，‘五十以

学’费解更甚，文意无所着落，岂有待五十始学乎？”（此说见苏渊雷1989：334）
此外，徐芹庭也指出，其前句即云“恬虚守约”，这四字恰恰“正是学易的注脚，

否则安有年已半百方始入学耶？”这些都是有道理的。（见徐芹庭1983： 60）
再来便是1973年于河北定州所出土的西汉《论语》残简，刚好有此章，明

白地写作“……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7：33），似为

12 例如史公对管仲的评读非常高，将之列于列传第二篇，但这与孔子的意见是有别的，史公还在

赞文特别点出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

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司马

迁1993b：831）似乎对孔子的看法有些微言，其崇敬之情可以想见，这和孔子小之的态度很不

同。
13 李学勤、郭沂等都有讨论过，最新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 52-57。
14 〈娄寿碑铭〉此句碑文见于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卷五（马小梅1967：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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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论》的读法添一证。然而单承彬曾作过详细考证，指出定州简本《论语》实即

《鲁论》版本（单承彬2001）。此墓主为宣帝朝的中山怀王刘修，其师长禹、萧望

之便即是当时的《鲁论》大师，出土文物中尚有萧望之的奏议，很清楚属《鲁论》

系统。所以这只能说明《释文》谓《鲁论》“易”字作“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却仍然无法推翻更早的《古鲁》及《史记》的记载，所以这也不是问题。

此说亦为崔述所极力主张，后来成为孔《易》无关说的重要证据之一，今天学

界仍然广为引据，以为强证。崔述说：“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彰孔子也不遗余

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崔

述1984：20）这是典型的以表面有无《易》文或“《易》曰”的文字来作衡量，看

似言之凿凿，实则存着极大的盲点。

其实孟、荀不但深知《易》，而且二子書中多处有引《易》文的痕硛，可参考

专文讨论（徐威雄2007：235-251），因篇幅极长，此不重述，这里仅指出一二点：

我们即使不考虑今本《孟子》已被删去外编15，也当慎思汉人赵岐〈题辞〉说孟子

“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刘向〈叙录〉谓“荀卿善为《诗》、《礼》、

《易》、《春秋》”的意见吧？（焦循1987：7；王先谦1954：366）二氏离战国诸

子不算太远，尤其刘向还曾理校过秘府典籍，赵岐也亲见《孟子》内外书，这里面

难道没有一点参考价值？两千年后的崔述只根据表面文字就能判出相反的铁案，其

参考价值竟反比刘、赵二大家的意见来得高？

1994 264

以秦人焚儒书，而《易》因占卜以免，故《易》非儒家经典，而推及孔子与

《易》无关，此说极倡于古史辨学者，也是孔子（或儒家）与《易》无关的强证，

至今还常被视为铁证，反对者也无以回应。然而若细检这条论据，便发觉大有问题

在，这里就看看最早的文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建议：

15 例如郑樵《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引《子思子》佚文：孟轲曾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

之。……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也。（郑樵2000：1713）”这不就暗示了孟子有学《易》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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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c 117

我们必须知道，《易》在春秋时已有数术与义理的不同流别16，孔子传《易》后，

《易》便被儒家奉为经典，秦朝焚“《诗》《书》百家语”，《诗》《书》是偏

举，可以涵盖六经，《易经》当然也包括在内，这是古书常有的文例，所以太史公

又在〈儒林传〉说：

1993d 1253

即言“六艺从此缺”，则《易》之被焚明矣，可见其举“焚《诗》《书》”当然包

括了《易》，这是《史记》直接的内证。后来班固《汉书•儒林传》亦如是曰：

“六学”便是六艺，可见班氏亦以《易》在焚列之中，再也明白不过了。然而，就

在秦令所不焚烧的书籍中，卜筮为其中一种，《易》又同巧有卜筮之用，故得以幸

免而传下其书，所以同样一篇的〈儒林传〉才会在后文这样论汉《易》的兴起：

1975a 3592 3597

这个“《易》”明显是指筮卜之用的《易》书，而不是儒门六艺的《易》典，因两

者同用一个六十四卦的文本，故儒《易》虽被焚，然却幸附于卜筮《易》而得传

下，否则〈儒林传〉在前后仅相隔数段的文字里，竟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矛盾，试想

有可能吗17？我们看〈艺文志〉数术略中有蓍龟类，即有《周易》三十八卷，正是

此类不烧的卜筮《易》，同样也是《周易》之名，则卦、爻、辞也当大同小异，近

年阜阳出土的汉初简书《易》可以为证，其所见五十二卦在卦名、爻题、卦辞、爻

辞都与今本《周易》大同，但特别处是“在卦、爻的后边，保存了许多卜问具体事

项的卜辞”，从卜病情、婚嫁、产子到逃亡、军旅、出行、买卖等，内容极为广泛

（参韩自强2004：45-46），这不就是“《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

16 此义皮錫瑞《经学通论》、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金景芳《学易四种》、戴琏璋《易传

的形成及其思想》等皆有言之，最新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40-48、116-183。
17 后发现高怀民亦有此说：“《汉书•儒林传》言：‘及秦焚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

其中‘易’字，指不包括儒门十翼在内的《周易》上下经，即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解而言，及纯

粹用于筮术占断的书，后人也多有误解为指儒门《易经》者，由此遂产生儒门十翼在秦火中未

被禁的错误认识。”（见高怀民1975：2）可谓先得我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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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这句话极好的实物注脚吗？

此义即明，再来看以刘歆《七略》为本的〈艺文志〉，就能明白了：

1975b 1704

注意这里是说“《易》为筮卜之事”，而不是“《易》为筮卜之书”，意即《易》

虽被列焚书，却因有筮卜之用而得以传下，而不是《易经》因为以卜筮之书而传

下，否则这段文字接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后，岂不非常地令人

费解异常？其始即高举三圣观象通德之功，由此开展出文明大道，在文体上可说

是立题高远，规模宏大，但如果下句忽然杀出《易》为筮卜之书的结论，这在文脉

与文意上说得通吗？可见学者经常引此文为依据，其读书尚隔一间矣。到了后来的

《隋书•经籍志》，也还是这个意思：

1935 293

这里说“《周易》独以卜筮得存”，也是指《周易》书因有卜筮的功用而幸存下

来，否则下面那句“唯失〈说卦〉三篇”要如何来理解？这不就说明了作为儒书的

《易传》也在烧令之列吗？不然又何须埋藏起来，好故意让后人来个失而复得的惊

喜？可见单凭这条证据，就足以说明秦人不烧儒《易》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1994 264-269

18 按，这里的“三篇”为误，应据《论衡•正名》“孝宣皇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

《礼》、《尚书》各一篇”为是，此一篇《易》佚文即为〈杂卦传〉，可参张岱年的讨论（张

岱年1979：122）。又民国以来学界亦多以为〈杂卦〉、〈说卦〉为汉人所造或伪托，然今依萧

汉明的研究指出，〈杂卦〉、〈说卦〉显然传自先秦，下限当不晚于战国中期（萧汉明1988：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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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最后从《易传》与《论语》的思想来推证，以“道”、“天”、“鬼神”

三者来对比两者的不同，讨论较为详细，视之为钱穆所自认的强证，亦无不可。后

来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承袭此说，继续发挥（冯友兰1933），成为

了后来学界否定孔子与《易》有关的重要观念。以下试作检讨。

首先，钱穆以〈系传〉之“道”为自然取义，是天地间变化之道，是形上与最

先的，此不合于《论语》中社会伦常与人生价值之道，故与孔子无关。然则，〈系

传〉里的“道”就没有涵伦常价值之义吗？（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

矣”、“惧以终绐，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反过来看，孔子不也说过“天

何言哉！四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吗？（《论语•阳货》）这和《易传》中

天地运行、变化万物的自然之道有何不同？而且还极相合。再说，子贡不也明确指

出孔子言“天道”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

而闻！”这个“天道”不也是形上的终极之道吗？这和《易传》的“天道”又何其

契合。钱氏亦引此章，但却说：“孔子时常说及天命，却不敢说天命的所以然之天

道。”不知为何作此理解？子贡明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言者，论说也，因

此程子才会解释说：“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既言‘夫子之

言’，则是居常语之矣。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

因有是说。”（朱熹等1935：30）谓其“居常语之”虽倒必未，但孔子有说天道确

是事实。他既然有说，则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的闻就不是指耳官之听到，而是

指“知道”、“证悟”之义，如同“朝闻道”、“如是我闻”的闻字，这是从语境

上便可推出来的。

次谈“天”的问题。钱氏以《论语》的“天”为有意志人格与主宰之义，不

合〈系传〉中以天配地而为自然界两大法象（冯友兰谓此为“义理之天”，又谓为

“自然主义的哲学”）。然则〈系传〉不也记：“《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

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

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又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不是

昭昭在上，冥冥主宰之天吗？19孔子又说“唯天唯大，唯尧则之”（〈泰伯〉），这

不也是有以尧法天地之象的意味吗？故这条论据也应当保留。

再来又以“鬼神”作比较，其谓《论语》之鬼神有意志人格，而〈系传〉的鬼

神为唯气和神秘的，是自然之变化之义。然则《论语》中的鬼神就不神秘？而〈系

辞〉所说的“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文言〉谓“与鬼神合其吉凶”、〈彖传〉

有“鬼神害盈而福”等句，其曰“天佑”，曰“鬼谋”，“吉凶”，曰“盈福”，

这难道不就是属人格意志化的鬼神观么？所以张岱年就认为：“《易大传》对于鬼

神的态度是游移的，可以说摇摆于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这和《论语》中所记孔子

的态度是一致的。”（张岱年1979：134）其解读适与之相反。于此可见，钱穆所举

之证据，皆有商榷之余地。

19 〈系传〉此两章的天为有意志的主宰天（见张岱年197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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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两点，一是〈系辞〉虽有“繁衍丛脞”之嫌，但大体主

旨还是相当清楚的，旨在阐发三才之道的思想义理，背后也较有完备的理论体系，

《论语》却是弟子随记之言录，虽然经过有意的编辑整理，但两书的性质毕竟不

同，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欲拿两者来合证时就必须将这背景考虑进去。苏渊雷就认

为，在征引《论语》和《易传》参照时，必先审定说者当时之环境及其所与说之对

象，然后不致误会20。更进一步说，“性与天道”是孔子晚年的深邃思想，他早已

暗示“莫我知也夫”了，还明说“予欲无言”，所以连闻一知二的子贡也感慨“不

可得而闻”（具体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82-93），那么《论语》中少见此类言语

（不是没有），不也是很自然且很合理的吗？更何况，这里面还存有一个重要的认

知，那就是我们无法把握《论语》是否确实为孔子一生全部言行的完整记录，对此

顾炎武早就考辨过，他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

者八，又多大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 （顾炎武1979：217）可

见即连今传本《论语》的佚文就已不少了，更别说那些可能因为碍于书写体例而被

编者删去，或者因为“不可得而闻”而没被弟子笔录下来的资料了。

其次，纵使我们不考虑孔子思想有早晚期的变化，也应当知晓从来没有人是

“纯粹理性”的。人的思想与感情往往是复杂而多面，虽有其核心思想，但也不妨

碍参杂一般的世俗观念，这并不必然构成自我矛盾。冯友兰在“天”字上，以《易

传》为义理天，《论语》为人格主宰天，两者泾渭分明，故推出《易传》绝不是孔

子的思想，否则“是将孔子陷于一矛盾之地位”（冯友兰1933）。这看来是很合乎

逻辑的推理，但却是将孔子浮悬空中，抽离了他的具体行为与生活背景。试举一反

证，孟子即说“我之不遇鲁侯，天也。”此天是主宰天；又曰“知性则知天”，此

天是义理之天，据此孟子岂不自陷于人格矛盾中21？然则此方为真实之人生也。

说到最后，孔子与《易》无关说的背后实有一重要前提，意即孔子最重视讲

人伦人事，和《易传》中的发挥天道思想不合拍。但这说法实有一认知当细辨，孔

子重讲人伦人事是没错，但是否就代表他不可能会有〈系传〉的“道”的思想？人

的思想岂是必然的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乎？学者一般以《论语》为据，但即使检视

《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性与天道”（〈公冶长〉）等

章，又说“知天命”（〈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等语，

这些话语里难道就没有参证生命终极本体的意味吗？更别说《大戴礼记哀公问》明

记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之义，又申论“天道”本源（王聘

珍1983：11、16），其义与《易传》之“天道”义相符契（具体讨论可参考徐威雄

20 见苏渊雷对冯友兰的批评（苏渊雷1985：7）。其实，《论语》与《易传》在思想上相通之处不

少，苏渊雷《易学会通》、张心澄《伪书通考》等作了不少的引述参照，可参考。
21 此黄彰健对冯友兰说的批评（黄彰健199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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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2-93）。钱穆最后推出结论说“《易•系》里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

而近于《老》《庄》的。……《易•系》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他的宇宙

论，可以说是唯气一元论，或者说是法象的一元论。”（钱穆1994：269），这实为

后来“《易传》为儒、道调合说”所张本，推其极致更成了“《易传》为道家易学

说”了，其影响不可不谓深远。

总结以上所论析的，除第一、五、六、八、九条外，其余皆为前人所辨说和

驳论过。经过仔细的省辨后，竟发觉此十大论据皆存有疑点，未足为定论。此十大

节目既已不立（至少都应当保留），其他枝节自无须抨击矣，则学界所谓“孔子与

《易》无关”应当重省了。最近何泽恒尝复议此问题，而谓孔子传《易》乃“汉人

所立，宋以下有所破；今欲重立，必复破其所破而后可”（何泽恒2000：52），固

是矣，则予岂好辩也哉，予固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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